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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向来受民法理论影响较深，最新出台之《个人信息保护法》亦体现该特质。作为

最新保护框架基石的个人同意制度，被细分为“一个原则、两种例外”。公权力机关的信息处理行为，

通常关涉无须告知与无须同意，但规制条款亟待细化以提升可操作性。因该保护体系兼具公、私属性，

既要尊重信息主体自决，也应重视数据利用价值。在注重专精技术发展、鼓励数据共享的信息社会中，

不宜将同意制度视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唯一合法性基础。信义义务的学理补充，以及独立监管主体的设置

具有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厘清个人信息界属与分析个人同意制度的得失，并从宏观体系与微观症结层面

分别给出完善建议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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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system in China has alway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civil 
law theory. And the newly introduce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also reflects this qual-
ity. The individual consent system, which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latest protection framework, is 
subdivided into “one principle and two exceptions”. The handling of information by the auth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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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usually involves no notification and no consent. However,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fine the 
regulatory provisions to enhance their operability. Since the protection system ha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attributes, it should respect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information subjects an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f data utilization.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that focuses on the devel-
opment of specialized technologies and encourages data sharing, it is inappropriate to consider 
the consent system as the only legitimate basis for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doctrinal supplement of fiduciary duty and the setting of an independent regulatory body are of 
referenc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ersonal consent system, and gives suggestions and thoughts on im-
proving the system at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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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的价值已然超越纯粹私领域，拓展至社会多个层面。在对其“保护”与

“利用”间平衡、取舍并非易事。2021 年 8 月 20 日《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项法律出台，结束了纳入私

法或公法框架之争，初步确立保障系统。本法受民法理论影响较深，部分学者主张其仅为私法的特别法。

然而，个人信息保护需“公私协力、合作共治”如今已成为学界共识[1]。因公领域规制存在不足，提升

公法领域保护与监督十分重要。此外，本法与其他法律欠缺法秩序一致性[2]。这类缺憾不仅有赖于实践

解释与立法精进，也离不开教义学分析。本文旨在梳理个人信息与个人同意的界属、处理与监督保护现

状及不足，并尝试提出完善建议。 

2.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概述 

2.1. 个人信息概念界属：本法所保护的客体 

一部新法出台，最首要即问“该法保护什么？”——法律所保护的客体为何。根据《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 4 条第 1 款，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

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因强调可识别性，信息所呈现的特质须能清晰定位到特定个体。根据

第 73 条第 4 项，经匿名化处理的信息无法识别具体自然人，通常较难出现减损自然人社会评价的遭遇。

这指向了类似于“算法行政”能够改变社会运行模式的技术处理行为。尽管其可称得上的一项足以调配

社会资源的“新型权力”，但并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本法未明文确认法律客体，仅指出立法目的系“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以“权益”的措辞明示，或

许让公众更易接纳，也与法体系相容性较优良。但此类做法容易导致“权利”与“利益”认知偏差。只

要是涉及私法领域的问题，“权利”与“利益”之争便旷日持久。从德国区分保护论观之，二者的概念

与属性事实上不能相提并论。权利是保护利益的工具之一，义务亦如是。新法的条款更倾向于为信息处

理主体设定义务、限缩范围，并藉此保护信息主体的利益[3]。结合当下数据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国家政策

来看，自然人必然对个人信息拥有绝对支配权吗？其实难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换言之，个人信息权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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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绝对对世性。政府同时以处理者与监管者身份出现在该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如何衡量双重性质的

行为成为主要矛盾之一。 

2.2. 个人信息的性质：超越纯粹私益或公益 

为进一步破除“权利—利益”二分误解，笔者从个人信息的性质切入试论。 
个人信息的私法保障主要源于两个理论。其一，美国的隐私权理论——这是一种与欧盟“直线型(自

上而下)”立法实践不同的模式。具体而言，美国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联邦立法、州立法与部门专项立

法一应俱全。这在学理上被称为“条块式”，其较之于自上而下规制的“步步为营”，个人信息的流动

极具空间性。换言之，美国模式更注重经济商业价值。也正因隐私权理论建立在“侵权行为法的隐私权+
宪法隐私权+信息隐私部门法”框架之上，其脱离了纯粹法权格局[4]。其二，德国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理

论。始于“人口普查案”，旨在预防公权力机关越界搜罗、滥用个人信息。德国宪法法院承认个体的自

决法益，但个人并不据此享有支配权[5]。换言之，其并不意在设定对世性的支配权与自决权。公领域治

理中的比例原则，以及公、私价值博弈，在个人信息保护中有重要意义。 
数据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去中心化”，中心与边缘的此消彼长致使信息的边界日渐模糊。在这种背

景下，信息与科技结合必将催生陈旧理论难以覆盖的行业。个人信息的公共价值上升，强调私法治理为

主的规制格局或将制造障碍[6]。对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第 1 款第 2、3、4、6 项规定了处理

者可自行处理的法定情形，并且也不乏个人信息兼具公法益与私法益的学理讨论，但仍欠缺实现公共利

益的系统性功能。总体而言，我国现有法体系对此的公法益回应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幅将公法益直

接纳入旧有格局，便能有所改善。公领域治理也并不等同于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合集，而在于寻求利益

“公约数”或“同心圆”[7]。 

2.3. 同意制度的法律地位：个人信息处理的核心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 条第 2 款将“处理”解释为“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

开、删除”等行为。根据第 6 条，处理须符合两项原则、一个制度。其一，贯彻比例原则，处理应当具

有明确、合理的目的，且应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并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其二，强调最小

必要原则，要求收集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 
最后且最关键的是“个人同意制度”(consent)。该制度要求“处理者向信息主体的充分告知”、“信

息主体明确同意”。做出同意前信息主体须“充分知情”并且“自愿”，针对特定情形则要求“单独”

或“书面”。该基本原则贯穿整个处理进程，目的是为实现信息的个人自决或隐私自治，汲取自前述理

论。尽管隐私权理论属于普通法系，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源自大陆法系，二者却皆蕴含自由主义法价值

观。人格独立受到高度重视，使该制度成为判断处理行为合法与否的核心要素[8]。 
坚定以私法属性论证的部分学者，主张将个人同意制度更妥帖融于民法体更为重要。例如，学者于

海防指出，新法确立起的个人同意制度，追求的是强调真实性的实质同意，而非形式层面者[9]。从私法

角度看，个人同意主要属于人格权领域。在保障人格尊严的价值基础上，纳入人格利益之经济利用考量。

但法定人格权秩序不宜脱离。换言之，个人同意系一种非典型意思表示，除非新法有特别规定，否则应

适用民法典之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及合同规则[9]。 
然而，数字社会各领域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个人信息的流动。假使为了民法体系的完整性免遭“开口

子”，固守法律行为与合同理论，对于嗣后出现的新类型同意之问，很难说有较强的指导价值。个人信

息的公法益需实现，基于平台经济兴起的“私权力”亟待规制，信息主体的私权利也不能被忽视。仅示

明原则框架，对落实规制标准帮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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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个人同意制度确乎系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之核心。但数据信息行业的飞速进展，致使个人信

息保护框架并不能止步于此。这表明个人同意作为唯一合法性基础的情况确切需要改善。 

3. 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及处理规则的不足 

3.1. 立法体系现状：框架初建成，法理待厘清 

本节以国内法为依据，梳理不同位阶的法律文件。 
首先，从法律位阶看，2021 年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系最直接的渊源。此前，保障个人信息的

条款散见于我国多项法律。例如，《民法典》第 111 条，民事权利中要求自然人的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

础，且专门于第六章规制隐私权保护。《刑法》第 253 条也设置了四项相关罪名与刑罚。又如行政性较

强的《护照法》第 11 条和第 20 条，以及《身份证法》第 13 条、第 19 条和第 20 条。它们强调信息处理

者的保密。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也属于该范畴，旨在

加强对社会突出矛盾的规制。该决定指出个人信息的处理原则与严禁行为，宏观指导意义较强。《网络

安全法》第 37 条、第 40 至 44 条和第 76 条则详细设置了个人信息的储存、使用规则、删除权和范围。

《电子商务法》在鼓励数据共享的基础上保护隐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原则性地主张了经营者的保

护义务。 
其次，行政法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出台于 2000 年。受限于技术发展进度，该行政法

规仅具备原则性保障意义。复次，规范性文件。《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富含技术性规范，

参考价值较高，但位阶较次。最后，司法解释。《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涉及个人信息犯罪的量刑方面进行了细化。 
由此可见，我国深耕个人信息保障多年，新法的出台更将立法框架勾勒清晰。但在同位阶中，不乏

条款内容出入者，譬如内涵界定、称谓的不完全一致。并且，尚不存在以何者为准的定性与法理。不同

位阶者，有着行业标准的专业技术性规范更细化，但这类文件通常委于较模糊的上位法。 
我国自本世纪初以来逐渐步入信息社会，向来注重专精技术发展并且鼓励数据共享。但法律具有无

可避免的滞后性。这些规制层面的混乱，或将导致相关行业的中小企业无故违法，遑担成本。个人信息

保护框架初建，法理不清对于司法实践而言也着实不利，亟待改善。 

3.2. 个人同意的症结：规制条款欠缺可操作性 

从前文可知，个人同意系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石。然而，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致使传统权益边界与

新兴权益发生交融。仍将个人同意视作唯一正当基础，显然不合时宜。《个人信息保护法》区分了三种

具体情形。一般性原则即“告知+同意”，例外情形分为“告知 + 无须同意”和“无须告知 + 无须同意”

[10]。前者体现于本法第 13 条第 2 款无须取得个人同意的规定。后者则源于第 18 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

要求应当保密的规定。并且，二者皆以本法第 35 条规定兜底。 
尽管立法已明确设定同意规则，但实践或将产生诸多疑问。例如，有效同意包含“知情”与在此之

上的“自愿”两层面内涵[11]。信息主体的充分知情，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之上。对

此，第 13 条与第 35 条以“履行法定职责”为限，为处理者的告知义务划边缘。但此类法定职责究竟应

溯及其原本广义职责，抑或仅限关涉个人信息处理的职责？并无定论。因此，无法清晰判断处理者是否

符合“以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要”，欠缺实际可操性。 
若从“知情”层面的欠缺出发，最显著的特征即是信息主体与处理者“权力”不对称。例如，绝大

多数信息主体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阅读隐私政策的情形。然而，这类政策通常由具备专业技术以及心

理学知识的大型机构制定。该类文件专业性极强，排版细密，鲜少有人能仔细查阅和精准理解。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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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晦涩冗长的事物，即便穷尽理性也是无法与前者抗衡的。这即是普遍存在于最大多数公众的知情困

境。即便信息主体可能觉察出其中漏洞，并且可能具备诉诸法律途径的资本，数字社会中的“平台”信

息处理者为追逐利益而制定信息利用规则、程序和纠纷解决机制，都难以被撼动。由此可见，这类平台

与企业已然形成具有公权力特征的“私权力”。 
个人同意制度对信息主体的预判显然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主体的表达即体现其个人意志与

选择自由。然而，从“自愿性”存疑的角度讲，前述平台与企业的“私权力”变相强迫主体同意的情形

跃然眼前，更不必说行使公权力的处理者。例如，平台通常仅提供“同意”和“无法使用服务”两种选

项，前者“顺利通关”、后者“慢走不送”。信息主体为了使用平台的某项服务，无论其真实意愿为何，

显然只能选择“同意”。同意的真实效果大打折扣。 

3.3. 概念模糊与比例原则指导难 

正如前述对新法采用“权益”措辞的质疑，该专项法律的条款中实际上还存在其他概念界属不清。

首先，本法第 13 条与第 35 条用“履行法定职责”对掌握公权力的信息处理者划界，目的是将其告知义

务的履行纳入可控范围。但统称的“法定职责”究竟是众多职责中仅与个人信息处理紧密关联的部分，

还是法律规定的一切职责？这种含糊的范围界定，留给公权力机关较大的处理空间、监督空白。信息社

会所提防的并非政府不作为，而更多关注公领域隐形入侵私领域。其次，第 13 条与第 18 条所称“紧急

情况”描述的是何种具体情形？它并非是像“紧急状态”那般严格的法律概念，而是内涵不确切的。这

种情况下的通常解决方案是在实践中探索。而处在信息处理第一线的多为公权力机关，以及掌握“私权

力”的社会组织。这类主体对于解释“紧急情况”，有着充分的专业知识、经验与可信力。此外，“紧

急情况”尚无明确法定程序。程序正义的价值之一是为了保障实质正义，法定程序对于实践探索的兜底

划界非常重要。在前述背景下，“无须同意”的钥匙极可能打开信息滥用的闸门。 
新法的优势之一体现在将学理上用于评估行政行为的比例原则，明确纳入保护框架之中。但缺憾也

由此而生：仅声明原则，但在合目的性、适当性和最小损害规则的细致操作层面并未更进一步。法律要

求信息处理者的处理行为“明确且合理的目的”具体指什么？“与目的最直接相关”是否有明确声明要

求？“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是否存在衡量标准？如若缺乏细化的标准，对于公权力机关的监督

作用便难以有效施展。 

3.4. 行政机关双重属性，多部门协调难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保护框架，并未采纳独立监管主体的经验，而是延续了业务部门分头管

理机制。并且，这使得国家网信办的主导、统筹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10]。对此，蒋红珍教授评述其积极

的一面，在于监管主体深入不同行业精准化监管的能力得以强化。然而，监管主体的多元化，也意味着

权责边界模糊，职责推诿难以避免。从具体条款切入，可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6 条关涉行政法律

责任的设置。该条款确立了两项处罚要件，并且是为选言命题的逻辑关系。其一，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处

理行为者；其二，未履行本法之保护义务者。该条款的立法方式，是将处理之权利义务全权纳入行政处

罚体系[10]。事实上，第 66 条的内容并不匮乏，但存在适用空间的缺失。它属于不完全法条，即遇具体

情形时须援引其他法律的条款。可以大胆推断，这种负面影响也势必会波及被规制者，譬如企业与平台

不得不承担高昂的合规成本。 
此外，“平台”等主体也可以处理个人信息。行政机关兼具处理与规制能力，但专业性有待提升。

司法机关对此的制约十分有限，行政机关“既参赛又任裁判”不妥。是否能够设置专职专业的监管者？ 
综上，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构建，不仅应将散落规范的法理厘清，也要从专业知识结合司法实践推

进法律标准的细化。从框架初建到可行性优化，将信息处理的公权力与“私权力”逐阶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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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人信息保护与处理完善的思考 

4.1. 突破纯粹私法思维禁锢 

长久以来，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的进步，对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起奠基作用。但不应忽略的是，《个

人信息保护法》直至“三审稿”时，才添上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说法。无论从法理层面抑或时

代特质方面看，都绝非偶然。根据张翔教授的观点，自 2018 年“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正式设立，该委员

会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普遍得以强化。这表明立法机关在三审稿中的做法，并非仅从私法角度理解

个人信息的保护[3]。虽然立法并非万能，但从法教义学角度看，这可作为反驳“民法之特别法”的理据。

学者吴文芳声称，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应更贴合于社会法、领域法定位[7]。学者周汉华则更进一步地提出

了“个人信息保护之基本法”的主张[12]。 
在更广阔的认知领域中为个人信息保护框架寻求理论基础，对于在隐私保护与信息流通间平衡倍有

裨益。应对数据时代的法律问题，应超越固有私法思维，使新法妥帖融贯于合宪性秩序。由于《个人信

息保护法》未在美、德相关理论间抉择，纳入基本权利位阶或为一条进路。对一切法领域产生辐射效力，

公、私双重属性进一步论证也在教义学层面更易展开。 

4.2. 监管者亦受监督，提升实际可操作性 

第一，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监管职能主体繁多，时常权责交叉、执法冲突。本法的宗旨之一的厘清

各具体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但其实并不易达成。对此，蒋红珍教授指出，传统监管体系中的行政责罚，

通常明晰至特定履职部门，而不是针对整体机关的。但新法的第 68 条明示规定的是，不履行保护义务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处分对象。那么兼具信息处理者与监管主体双重

身份的行政机关及其部门，是否也属于该范畴？换言之，新法的保护框架虽已经提出“将监管者纳入监

管”的理念，却并未明确针对特定部门或整体机关。尽管这种做法避免了新法迈步过大的唐突，却有回

避矛盾之嫌。如果同时将机关与部门两层面都纳入监管，后续则应与其他单行法律保持概念上协调。监

管的规范化，需要根据行业特征差异化对待，这种理念基础在社会动向变幻莫测的数据社会十分重要。

由于具体规则与法律适用间无法避免的落差，后续实施细则等文件须尽快出台。 
第二，新法未区分个人信息的商业性与执法性处理。前述监管实质上是“决策型监管”。具言之，

新法授权相关部门以制定抽象规则和标准，组织和实施监管机制[11]。这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型，从既往的

事后个案聚焦，发展为事前抽象定则。学者蒋红珍声称，将“立法形成功能”授予行政机关，即是对决

策型规制进路的认可。该领域存在大量“灰色监管”。因而精准监管与细化规制，系重中之重。以新法

框架为契机，汇集经验并细致梳理，出台司法解释与实施细则。这对于政府多重职能的平衡，以及依托

数据创新之中小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4.3. 补充信义义务，多领域合法性基础 

本文认为将同意制度视作唯一合法性基础，滞后于科技发展与数据共享的时代特质。学者向秦认为，

个人同意的内涵包含多重层面，但可总结为“信任的合理期待”；处理行为则可视作“信息分享”。因

此，这与私法主张的“意思表示”存异。在“信息分享”的共同认知下，个人同意更契合程序性机制的

定位。鼓励数据共享与合理利用的信息社会，必然注重利益衡量。在这种前提下，可以相信创设绝对的

阻却违法效力，并非新法的本意[11]。 
对此，从义务填充来削弱侵害的信义义务，是一条可选的进路。从公法精神看，人的尊严包含信

任与被信任因素。首先，个人同意制度的表层含义似乎是专注于信息主体所掌握的内容的。但它与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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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中的“受害人同意”有差别，也不完全等同于合同法中的“意思表示”。因此，个人同意的设置

意图，更可能实际针对的是信息处理行为。毋宁说，与其从个人同意制度作为保护框架基石浅层分析，

不如直接深入处理行为的规制。然而，被多次提及的数据社会特质，导致个人同意在法律上产生的效

力势必渐弱。 
如何在信息主体弱势的趋势下增强保障？信义义务强化对处理者的问责，可看作对其之额外保护。

但从另一角度讲，虽限制处理，却增加了信息流通的可能性。在同意与自愿缺一不可的条件下，信息流

通是困难的。当处理主体达到“可信任标准”，信息主体可对让渡信息进行风险自判。不再全权仰赖同

意制度，可持续地激励处理者积极地追求前述标准。 
个人信息保护框架的逐渐完善，不仅诉诸一般性规范，也应明晰特定履职部门的法定职责。此外，

信义义务的补充与同意制度相互限制、平衡，共同构建合法性基础。 

4.4. 域外经验：独立监管主体 

前文提及过欧盟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实践系“自上而下的直线型”，这与我国法文化体系有着相似之

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 GDPR)对于“私权力”处理主

体(多为企业)，制定了相应要求。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38(3)条，只要在欧盟地区雇员大于 250
人，须设置一位独立行事的“数据保护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简称 DPO)，并且系“强制任命”[13]。
《数据保护官指南》要求，DPO 不仅应对数据保护法有专业资质，还需了解企业及其部门的组织文化。

从具体职责而言，DPO 旨在负责企业数据合规——这也可看作属于信义义务侧向的补充。然而，DPO 与

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关系，采取这种合规增强模式的同时，政府也不能忽视对 DPO 本身的监督。 
其次，欧盟各国的数据保护机构(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负责监督具体合规执行情况。此外，德国

《联邦数据保护法》在公权力机关内部设置“联邦数据保护与信息自由专员”。其职责系审查存在侵害

风险的数据处理行为。根据《联邦数据保护法》第 21 条，当侵害确存，数据主体可向专员申诉[14]。 
在大数据飞速发展的国情下，上述欧盟经验对于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有借鉴意义。既能处理又负监

管责任的政府，可以设置专职个人信息安全负责人员。可见，这类独立监管机构的救济意义较大。为健

全保障体系可以考虑引入专业的专职机构。一定程度上地着眼于事前配套治理，并创制行之有效、针对

性强的问责与救济。 

5. 结语 

在“私权力”紧跟公权力崛起的时代，个人信息的公法益愈发受到重视。为了在尊重个人信息自决

与推进信息产业升级两项价值间平衡，立法兼顾了公、私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

出台，初步建构了个人信息保护框架。并且，确立了以“知情–同意–自愿”为内核的信息处理规则。

然而，公法益的实现更诉诸于“无须同意”情形。在这方面，立法对于公权力机关之处理行为规制有所

不足。因此，将同意作为唯一合法性基础进行讨论，显然滞后于时代发展。信息处理者信义义务的学理

补充，是一条可选的进路。此外，欧盟国家普遍设立的独立监管主体，亦即数据保护官和数据保护机构，

也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域外经验。最后，新法的配套实施细则以及司法解释皆需尽管出台。并通过细化规

制，应对立法体系与司法实践间的落差，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互信个人信息保障体系。这对于我国政府

行政职能转变，以及中小企业数据利用皆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张新宝. 论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J]. 中外法学, 2021, 33(5): 1144-1166.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2055


赵萱 

 

 

DOI: 10.12677/ds.2023.92055 418 争议解决 
 

[2] 文禹衡, 于琳. 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现状、主要问题及完善路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词频统计与分析[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22, 258(4): 12-21. 

[3] 张翔. 个人信息权的宪法(学)证成——基于对区分保护论和支配权论的反思[J]. 环球法律评论, 2022, 44(1): 
53-68. 

[4] 黄琪. 隐私权过时了吗——数字社会隐私保护的困境与应对[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7(2): 
104-114. 

[5] 王泽鉴. 人格权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9-42. 

[6] 杨芳. 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及其检讨——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保护客体[J]. 比较法研究, 2015, 142(6): 22-33. 

[7] 吴文芳.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社会法属性及其法律意义[J]. 法治研究, 2022, 143(5): 26-36. 

[8] 于柏华. 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合法性判准——从《民法典》第 111 条的规范目的出发[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0, 23(3): 81-93. 

[9] 于海防. 个人信息处理同意的性质与有效条件[J]. 法学, 2022, 489(8): 99-112. 

[10] 蒋红珍.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行政监管[J]. 中国法律评论, 2021, 41(5): 48-58. 

[11] 向秦.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个人同意的“弱化”与信义义务的“补充” [J]. 法律适用, 2022, 488(11): 58-68. 

[12] 周汉华. 个人信息保护法借鉴国际经验、自身特色明显[EB/OL]. 中国法学网.  
http://iolaw.cssn.cn/jyxc/202108/t20210823_5354991.shtml, 2022-12-30. 

[13] 王楠. GDPR “数据保护官”制度探析——兼论其对中国的启示[J]. 电子知识产权, 2019, 331(6): 16-26. 

[14] 蔡培如. 欧盟法上的个人数据受保护权研究——兼议对我国个人信息权利构建的启示[J]. 法学家, 2021, 188(5): 
16-30+191-192.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2055
http://iolaw.cssn.cn/jyxc/202108/t20210823_5354991.shtml

	浅谈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同意规则的完善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on the Improvement of Consent Rules i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概述
	2.1. 个人信息概念界属：本法所保护的客体
	2.2. 个人信息的性质：超越纯粹私益或公益
	2.3. 同意制度的法律地位：个人信息处理的核心

	3. 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及处理规则的不足
	3.1. 立法体系现状：框架初建成，法理待厘清
	3.2. 个人同意的症结：规制条款欠缺可操作性
	3.3. 概念模糊与比例原则指导难
	3.4. 行政机关双重属性，多部门协调难

	4. 个人信息保护与处理完善的思考
	4.1. 突破纯粹私法思维禁锢
	4.2. 监管者亦受监督，提升实际可操作性
	4.3. 补充信义义务，多领域合法性基础
	4.4. 域外经验：独立监管主体

	5. 结语
	参考文献

